
从一座默默无闻的岭南山峦，到声
名远播的“天下之西樵”，西樵山的崛
起，是明代特定历史条件下，政治、经
济、文化合力作用的结果。湛若水、方
献夫、霍韬等一代名儒，在西樵山培养
了人才，传播了思想，塑造了风气，也深
刻地卷入了时代的洪流。

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大科、云
谷、石泉、四峰书院的遗址多已难觅旧
踪，或仅余残垣断壁。然而，它们所代表

的理学精神与书院文化，早已融入岭南
的血脉，成为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正
如方豪所言，西樵山不仅是“天下之西
樵”，更是“天下后世之西樵”。其深远的
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值得我们深入发
掘与传承。明代西樵四书院的故事，不
仅仅是岭南理学的兴衰史，更是一部浓
缩了的明代岭南社会文化史。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
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

结语：天下后世之西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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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西樵山的理学与书院文化

说“交子”——关于最早的纸币与银行
□ 王瑞来

湛若水、方献夫、霍韬等人在西樵山
的活动，并非简单的隐逸，而是积极地开
创讲学事业。他们所创建的四大书院，
成为了明代中期岭南理学传播的核心阵
地，各具特色，交相辉映。

大科书院与云谷书院：湛
若水的双璧

湛若水在西樵山的经营最为引人注
目。他最初属意于云谷，曾赋有诗称“千
秋云谷还归我”。但正德十二年（1517），
在方献夫的盛情邀请和“留此峰久矣，以
待甘泉子耳”的感召下，湛若水最终选择
在大科峰西侧的烟霞洞卜筑。初期，他在
此修建了“烟霞隐居”，作为个人修身与家
庭安顿之所，并附设讲学场所。随着慕名
而来的弟子日益增多，原有的规模已不敷
使用。正德十四年（1519），在弟子陈谟、
霍敦等人的倡议和支持下，于烟霞隐居下
方扩建，正式形成了以凝道堂、进修斋、敬
义斋等为主体建筑的大科书院。

大科书院的成功，不仅在于其优美的
山林环境，更在于湛若水为其制定的《西
樵大科书堂训规》。这份训规详细规定了
学生的作息时间（“鸡鸣而起，以寅、卯、辰

三时诵书”）、学习内容（诵书、看书、作文、

默坐思索、温书）、课堂纪律（强调“长幼之

序”与“诚由中出”），甚至对学生的家庭生
活、与官学的关系等都做了周全安排。湛
若水强调“科举乃圣代之制”，鼓励弟子应
考，同时又巧妙地处理与官方提学官的关
系，体现了其成熟的政治智慧。

在大科书院讲学期间，湛若水著述丰
硕，完成了《二礼经传测》《古大学测》《中
庸测》《樵语》等重要著作，培养了杨鸾、陈
谟、霍敦、甘学等大批优秀弟子。大科书
院声名鹊起，时人誉其“几与岳麓、白鹿鼎
峙”，西樵山也因此被誉为“道学之山”。

而在晚年，致仕返乡后湛若水并未
忘怀其最初对云谷的钟情。嘉靖二十三
年（1544）湛若水重新经营云谷，兴建了
规模较之大科更为宏伟的云谷书院。云
谷书院设有察伦堂、尊师堂（祀陈白沙）、
会友堂、见泉楼等建筑，成为湛若水晚年
讲学的重要场所。

石泉书院：方献夫的传习之所

方献夫是三人中与西樵山渊源最深
者。正德七年（1512）辞官归山后，他便
着手在石泉洞营建居所。正德十二年
（1517），建成紫云楼与沛然堂，名曰“石
泉精舍”。嘉靖年间，因恭贮御赐书籍
（《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扩建为
石泉书院，并建有御书楼。

方献夫对石泉书院及其周边的经营
颇具匠心，形成了以书院为中心，辅以天
湖、天湖亭、与鹿亭、爱瀑轩、留虹桥等景
观的建筑群。其范围北至翳门关，西含
宝鸭池，东抵观翠岩，规模宏大。

作为王阳明的弟子，方献夫在石泉
书院亦有传习心学之意。他曾与湛若水
讨论陆九渊心学，并与陈激衷、王渐逵
（青萝）、何维柏（古林）等学者在此讲学
论道。虽然关于石泉书院日常运作和传

学情况并未留下更多的文献记载，但其
作为方献夫传播阳明学说、实践学术主
张的重要场所，地位不容忽视。浙江学
者方豪在为石泉书院所作的记中，盛赞
西樵山因方献夫而闻名，称其为“天下之
西樵”“天下后世之西樵”。

四峰书院：霍韬的宗族教育

霍韬在西樵山创建书院的时间较
晚。嘉靖二年，他才购得西樵山宝林洞
（原宝峰寺旧址）之地，创建精舍，后因御
书楼的建立（嘉靖五年，1526）及精舍外
四峰环列而改名四峰书院。

四峰书院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浓厚的
家族教育色彩。它不仅是霍韬个人的讲
学之所，更承担着培养霍氏宗族子弟的
重任，是霍韬宗族建设计划中的重要一
环。霍韬亲自为四峰书院制定《四峰书
院事例》，详细规定了书院的经费来源、
开支项目（包括教学、祭祀、日常维护，甚

至京供、军饷等），并强调子弟需“朝耕暮
读”，将学业与生产相结合。

霍韬虽长期在外为官，但对四峰书院
的运作极为关注，通过书信指导山长郭肇
乾及四弟霍任等人管理书院事务，延请
名师（如罗一中、梁大畜）教导子侄。他
对子侄的教育要求严格，既强调儒家经
典的熟读，也注重“圣贤事业”的熏陶，同
时严禁奢侈恶习，要求勤俭持家。四峰
书院的教育卓有成效，霍氏子弟中多人
获得科举功名，霍韬的宗族建设也因此
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发展的典范。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在宋代中国，
叫做“交子”，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关于
交子的产生，大多也耳熟能详。此前，疑
似交子的铜版现身于成都，这一古老的纸
币，又重新沐浴在人们注目的视线之下。

检视史料，发现围绕着交子的产生
还有些聚讼，应运而生的纸币在产生的
最初也充满坎坷。

北宋曾巩所撰的《隆平集》，在卷三
《爱民》一门中记载：

蜀人以铁钱重，私为文券，谓之交

子，以便贸易。既久，而或不能偿，民讼

不已。天圣中，知益州寇瑊请禁之。上

曰：“蜀民用交子久矣，罢之可乎？”下使

者议，以为官置务则可以利民，而止其

欺。上曰：“果利民，其行之。”

详细的记载见于南宋人李焘的《续
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
一〇一天圣元年十一月戊午条：

初，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

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其后，

富者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数起。大

中祥符末，薛田为转运使，请官置交子务

以榷其出入，久不报。寇瑊守蜀，遂乞废

交子不复用。会瑊去而田代之，诏田与

转运使张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议废

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

务，禁民私造。又诏梓州路提点刑狱官

与田、若谷共议，田等议如前。戊午，诏

从其请，始置益州交子务。

纸币在广义上的定义为，是由公权力
强制流通而为使用者认可的纸质通货。
在纸币诞生之前的中国，多使用铜钱货
币。宋代由于铜荒的发生，在四川、陕西
等部分地域由政府铸造铁钱发行使用。

任何时代，需要都是新事物的“催产
婆”。沉重的铁钱不便携带远行，因此便
出现了以铁钱为准备金的信用凭证“交
子”，以方便长途或者大宗交易。最初是
由16家富商主持，在小范围内流通。

由于是私下的民间行为，后来就由于
不能兑现而屡生纠纷。几经曲折之后，于天
圣元年（1023），政府权力介入，在四川设置
交子务，像铜铁钱一样，禁止民间私造交子，
改由政府印制发行。交子的面额，最初从1
贯到10贯不等，后来逐渐定型为1贯和
500文。发行有定额，以铁钱作为现金准
备。并且以两整年为一界，随界以旧换新。
具有近代意义的纸币从此诞生，随之应运而
生的，还有发行纸币的银行——交子务。

交子的使用一直延续到南宋初年，
后来，被更定型的纸币会子所取代。

公权力介入，使交子成为名副其实的
纸币是在天圣元年，这有上述明确记载。
那么，民间发行的交子，最初是在何时呢？
《长编》上述的记载仅含糊地用一个“初”字

带过。翻检《长编》，我看到了一则较早的
记载。卷五九景德二年二月庚辰条载：

先是，益、邛、嘉、眉等州岁铸钱五十余

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

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乃诏知

益州张咏与转运使黄观同议，于嘉、邛二州

铸景德大铁钱，如福州之制。每贯用铁三

十斤，取二十五斤八两成，每钱直铜钱一，

小铁钱十，相兼行用，民甚便之。

由这条史料可知，交子的出现，与王
小波、李顺暴动有直接关系。由于发生暴
动，无法铸钱，民间交易缺少货币，因此才
出现了替代物的证券交子。从王小波起
事到李顺被俘，暴动从淳化四年（993）持
续到至道二年（996）。此时已届宋太宗末
年。可以推测，交子的出现，当是此时。

关于交子出现后的曲折，还有聚
讼。上面引述的史料已有披露，由于不
能兑现，“不能偿所负”，以至“争讼数
起”，甚至“奸弊百出，狱讼滋多”，这让一
直以无狱讼的“狱空”为政绩的地方官很
是头痛，有人主张废止交子的使用。以
上引述的《隆平集》和《长编》都提及寇瑊
是主张废交子的代表人物。

然而，还有记载表明，寇瑊反倒正是
让交子这一新生事物存活下来的人物。
《宋史》卷三〇一《薛田传》载：

民间以铁钱重，私为券，以便交易，

谓之交子。而富家专之，数致争讼。（薛）

田请置交子务，以榷其出入。未报。及

寇瑊守益州，卒奏用其议。蜀人便之。

从这一记载看，最早提议设置交子
务的是薛田。不过他的提议没有受到重
视，泥牛入海无消息。后来，寇瑊到四川
主政，旧事重提，才获准成立交子务，由
政府正式接手纸币发行与监管业务。

这一记载与上述《隆平集》和《长编》
的记载正相反。

寇瑊究竟是交子的拥护派还是反对
派，可以说是纸币史上的一个不可回避
的问题。

其实，关于这个聚讼，南宋李焘已经
有了考辨。他在上述《长编》卷一〇一交
子务成立的记载之后，施加了一段注释，
对事实进行了辨析：

《实录》、《食货志》皆云寇瑊请官置交

子务。按《薛田附传》，则置交子务乃田为

转运使时所请建，瑊守蜀，始用田议。然

《成都记》载此事特详，瑊议盖欲官私俱不

用交子，而田议始终皆欲集私造，官为主

之。今置务，实从田议，瑊无与也。

《实录》、《附传》、《正传》、《食货志》

俱误矣。

李焘的考证相当清楚，不容置疑。据
李焘这段注释可知，上述《宋史·薛田传》正
是源自宋朝国史本传。李焘作为一个杰出

的历史家，没有盲从官方的《仁宗实录》、国
史《食货志》以及国史本传的众口一词，而
是根据当时他所能见到的地方史籍《成都
记》，考证出寇瑊始终是交子的反对派，而
薛田才是让交子这一新生事物存活下来的
功臣。当然，根据《隆平集》的记载，最后一
锤定音，拍板的还是皇帝。不过，此时宋仁
宗尚未亲政，主政的是垂帘的刘太后。决
策准确说应当是当时政府的主政者。

李焘的考证十分难能可贵，为后人
廓清了围绕在交子产生之际的疑团。

附言之，李焘的考辨还作为一种旁
证，证明了《隆平集》把寇瑊记为交子反
对派的准确性。

（作者现为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
化研究所研究员，并执教于早稻田大学；
国内担任四川大学特聘教授、河南大学
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等）

岭南大地，自古便以其独特的地理与
人文景观著称。明代以降，随着珠江三角
洲的加速开发与广府地区的崛起，岭南不
再仅仅是“奇珍异宝”的汇聚地，更涌现出
一批在政治、思想与文化领域影响全国的
人物。其中，位于广州府南海县境内的西
樵山，便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从一座寂寂
无名的山岩，一跃成为“伯仲罗浮”“比肩
岳麓”的理学名山。其核心驱动力，正是
明代中期湛若水、方献夫、霍韬等一代名
儒在此兴办的大科、云谷、石泉、四峰四大
书院，它们共同构筑了明代西樵山璀璨的
理学与书院文化景观，也成为浓缩明代岭
南社会文化变迁的一面镜子。

□ 任建敏

西樵山四大书院在正德、嘉靖年间盛
极一时，但其辉煌并非没有隐忧。朝廷对
民间讲学活动的警惕、不同理学思想之间
的竞争，都为书院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禁毁书院的冲击

嘉靖皇帝对湛若水的“甘泉之学”始终
存有疑虑。嘉靖十六年（1537），御史游居
敬弹劾湛若水学术偏颇，请求禁毁其书
院。虽经吏部回护，湛若水本人未受严惩，
但嘉靖皇帝下令改毁其未经明旨私创的书
院，主要针对其在南京的讲学场所。嘉靖
十七年（1538），吏部尚书许讚再奏禁兴
造，进一步限制了私创书院和刊刻书籍。

更为沉重的打击来自万历年间。
首辅张居正为整顿学政、强化朝廷对讲
学活动的掌控，于万历七年（1579）下令
禁毁天下私创书院。西樵山书院亦未
能幸免。据郭棐《岭海名胜记》记载，广
东地方官奉行禁令“急如风火”，导致西
樵山“贤儒栖息之地”的书院遭受重创。

大科书院因其盛名，成为重点整治
对象，于万历九年（1581）被毁，其核心
讲学场所凝道堂被彻底拆除。云谷书
院则因其内设祭祀陈白沙之祠，改为白

沙祠而得以部分保留，但讲学功能丧
失。石泉书院因恭贮御赐书籍，在万历
初的禁毁中得以幸存，但其藏书后来多
有散佚，书院本身也于明末清初逐渐倾
圮。四峰书院则通过改名为“西庄霍公
祠”的变通方式，在禁毁风波中得以保
全，并由霍韬后人继续修葺和使用，直
至清初才逐渐荒废。

理学精神的赓续

尽管书院实体遭受了不同程度的
破坏，但西樵山所孕育的理学精神及其
文化影响并未就此消散。湛若水晚年
将其岭南讲学事业托付给弟子庞嵩。
庞嵩在湛若水去世后，恪尽弟子之礼，
不仅打理其家族事务，更继承其讲学大
旗，在天关、西樵等地书院继续传播甘
泉之学，维系了岭南心学的一脉香火。

明代西樵山四大书院所倡导的“敢
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兼容并包”的
学术气度以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
善天下”的家国情怀，深刻影响了后世
的岭南文化。它们不仅是明代广东教
育与学术的高地，更是广府文化发展到
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

明代中叶，正德皇帝朱厚照继位后，素
以荒唐著称。他疏于朝政，沉湎玩乐，宠信
刘瑾等“八虎”。正德皇帝的种种行径，如
自封“威武大将军朱寿”亲征、执意南巡、兴
建豹房等，使得许多有气节的士大夫或选
择激流勇退，或选择栖隐山林，以待时清。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西樵山迎来了
其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三位客人。

其一为湛若水（号甘泉）。湛若水是
广东增城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是
明代大儒陈献章（号白沙）的得意门生与
衣钵传人。陈献章以“自然为宗”的理学
思想开启了岭南心学之先河，湛若水则
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创立“甘泉之学”，

与王守仁（号阳明）的“阳明之学”并称明
代心学两大宗。正德十年（1515），湛若
水因母丧丁忧返乡。面对正德朝的混乱
政局，他选择暂离庙堂，将目光投向了风
景秀美、适宜讲学的西樵山。

其二为方献夫（号西樵）。方献夫是
南海孔边人，同为弘治十八年进士，与湛
若水同年。他早年入翰林，后转吏部。
在京为官期间，方献夫与王守仁同为心
学阵营，但他更早地将目光投向西樵，以
“西樵”为号，足见其对这座山的深厚情
感。正德七年，他辞官南归，便有在西樵
山定居讲学之志。

其三为霍韬（号渭厓）。霍韬出身南

海石头乡的寒微之家，凭借聪颖与勤奋，
于正德九年（1514）高中会元，踏入仕
途。不久回乡成婚，后又连遭父丧、妻
丧。面对正德朝的政局，他亦选择暂避
锋芒，在守制期满后并未急于返京，而是
流连于西樵山水，与湛、方二人论学。

这三位岭南俊杰，或因避世，或因治
学，或因乡情，不约而同地将西樵山选为
其栖息与精神寄托之地。西樵山以其清
幽的环境、便利的交通以及逐渐兴起的
人文氛围，成为了他们理想的“江湖之
远”。他们的到来，为西樵山注入了前所
未有的文化活力，也预示着一座理学名
山的诞生。

【壹】时代风云与名儒归樵：西樵理学的滥觞

【贰】四大书院的崛起：理学传播的殿堂

西樵山四大书院的兴衰，并非孤立
的文化现象，而是与明代中后期的政治
风云紧密相连。

大礼议的波澜

正德皇帝驾崩后，其堂弟朱厚熜（嘉

靖皇帝）继位。年轻的嘉靖皇帝欲追尊
其生父兴献王，引发了与以杨廷和为首
的朝臣之间长达数年的“大礼议”之争。
在这场关乎皇权与礼制的激烈博弈中，
蛰居西樵山的方献夫、霍韬等人敏锐地
把握了时机，上疏支持嘉靖皇帝的主张，
认为“继统”不必等同于“继嗣”，为嘉靖
皇帝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他们的声援，虽在初期力量微弱，
却为孤立无援的嘉靖皇帝送去了雪中
之炭。随着嘉靖帝在“大礼议”中逐渐
占据上风，方献夫、霍韬也因此获得皇
帝的青睐，被召回朝廷委以重任，迅速
崛起为嘉靖朝的重臣。方献夫官至内
阁大学士，霍韬亦官至礼部尚书，湛若
水亦官居南京兵部尚书。这场“大礼
议”，不仅改变了这几位学者的个人命
运，也使得西樵山因其名儒的显赫而进

一步提升了在全国的知名度。

毁淫祠与宝峰寺公案

明代中期，理学思想逐渐深入人
心，部分理学背景的官员发起了“毁淫
祠”运动，旨在打击不合国家祀典的民
间信仰场所，推广儒家正统。嘉靖初
年，广东提学副使魏校在广东大力推行
毁淫祠政策，将许多寺观改为书院、社
学，其田产也随之转移。

在这一背景下，西樵山宝峰寺的命
运发生了转折。嘉靖二年（1523），宝峰
寺因“僧奸淫不法事”被官方下令拆毁
发卖。霍韬先是从友人黄重处承买了
宝峰寺旧址，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四峰
书院，并购买了部分寺田作为宗族祭
田。此事在后世流传中逐渐演变为“霍
韬强占宝峰寺”“毁寺葬母”等传说，成
为一桩聚讼五百年的公案。这一事件
反映了当时理学力量对传统佛教及民
间信仰空间的竞争。霍韬、方献夫、湛
若水等人在朝为官期间，亦曾多次上
疏，主张限制僧道发展，打击“淫祠”，体
现了他们作为理学家的共同立场。

【叁】理学与政治的交织：大礼议、毁淫祠及其影响

【肆】盛极而衰：书院的命运与理学的传承

《西樵游览记·烟霞洞图》（大科书院所在地）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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